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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常会出现安全战略范式大幅转换的现象。

对于“中原王朝”的安全战略为何会从保守型转换为进取型,学术界大致形

成了“国力上升主导”说、“外部安全压力主导”说、“君主特质主导”说与

“权力精英主导”说四种解释,但它们的解释力都相对有限。本文认为导致

这种转换发生的三组关键性自变量是:“中原王朝”对体系结构的威胁—机

会认知、“中原王朝”重大国内政治事项与外事的关联度以及其对外事的需

求度、“中原王朝”内部权力集中度以及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通过验证汉

武帝时期和宋神宗时期“中原王朝”安全战略范式转换的案例,可以发现,

“中原王朝”有较强的威胁认知和出现第一重机会认知,其推动的重大国内

政治事项与外事有较大的关联度以及对外部成就有较大的需求度时,将会

导致“中原王朝”开始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在此基础上,若“中原王

朝”内部权力集中度以及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得到大幅提升,同时它的第

二重机会认知出现并强化时,
 

“中原王朝”会全面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

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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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古代相对统一的“中原王朝”①在其统治中

期,它的安全战略范式为何会从长期奉行的保守型转换为进取型?

安全战略范式②是指国家为维护和巩固自己的安全而使用的具有持续

性、系统性、全局性与典型性的政策方略。尽管“国家安全”是现当代的概念,

但并不意味着相关研究问题是现当代才出现的。“中原王朝”同样面对如何维

护和巩固国家安全的问题,也需要应对其他国家或势力对本国安全的威胁。

从外部安全角度出发,“中原王朝”的安全战略范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理

想型安全战略范式③、保守型安全战略范式与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而现实中

的安全战略范式主要是后两类。保守型安全战略范式主张被动应对安全威胁,

反对积极介入外部事务以及向外部世界扩展影响④;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主张

①

②

③

④

本文使用的“中原王朝”这一概念并不具有族群的含义,主要是一个地理和文化

概念。它是指以传统华夏地区(黄河和长江中下游流域)为统治核心区域,以长城以南的

农耕区域为主要经济基础,大体上奉行儒法政治理念和制度的国家。相关分析亦可参见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第278—283页。

安全战略可以分为内外两个方面,本文所探讨的安全战略主要是对外安全战略,
本文所论及的内与外只是历史性的,不是近现代主权和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内与国外。

在理想型安全战略范式中,“中原王朝”认为通过在其国内修德尊礼行仁义而实

现国内大治,这样就自然会对外部世界产生巨大的吸引和感化效应,吸引更多的外部国

家或势力学习和追随,同时,感化外部威胁,使其对本国心悦诚服。如此一来,“中原王

朝”的安全便能以低成本、低风险的方式得到维护和巩固。
在保守型安全战略范式中:第一,“中原王朝”持消极安全观,承认既存的不利的

体系结构,认为体系秩序安全、边境安全甚至是领土安全遭到一定程度的威胁与破坏是可

以接受的,并不准备采取大规模的战略行动以恢复和维护这些安全。第二,固守自己传统

的政治管辖区域,不主张积极向外部世界扩展战略影响,不主张积极加强与外部国家或势

力的战略关系。在这两个共性之下,保守型安全战略范式又分为三种不同的样态:(1)较
为积极的样态。在这种样态中,对于迫在眉睫的严重的体系秩序安全威胁,“中原王朝”主
张把军事力量前出到威胁最严重的地方,用武力解决威胁后再把军事力量撤回到传统边境

线以内。(2)较为消极的样态。在这种样态中,对于外部威胁破坏边境安全以及入侵边境

和内地的行动,“中原王朝”主张运用军事力量将其驱逐出传统边境线之外即可,去而不追。
同时,立足边境防御,在传统边境线附近修筑军事防线,间或进行政治和外交上的劝抚或威

压,并施行经济封锁等。(3)更为消极的样态。在这种样态中,“中原王朝”面临着严重的边

境安全和领土安全威胁,甚至是政权安全威胁,对于这些威胁,主张用经济赎买、贸易让利、
迁都避敌、借兵御敌、和谈和亲或卑辞降尊等经济、政治和外交方式换取和平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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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经略安全威胁,支持积极介入外部事务以及向外部世界扩展影响。①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曾多次出现安全战略范式从保守型到进取型的转

换,其中最为典型者如从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的保守型安全战略范式向汉

武帝时期的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的转换,再比如从宋真宗、宋仁宗和宋英宗

时期的保守型安全战略范式向宋神宗时期的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的转换。

而且这种范式的转换不只出现在中国古代,在当代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发

生,如近年来颇受学术界关注的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转

换。② 如果从安全战略的广义角度(即大战略)去理解③,这种范式的大幅转

换也是国际政治中经常出现的现象,比如:近代德意志第二帝国从俾斯麦时

期的“大陆政策”向威廉二世时期的“世界政策”的转换④;19世纪90年代美

国从“孤立主义”向“扩张主义”的转换⑤;当代土耳其自2013年以来从“零问

题”外交向“积极进取”对外战略的转换⑥,以及2016年之后进一步向“四面

出击”对外战略的转换⑦等。因此,本文所探讨的中国古代安全战略范式转

换的问题,不仅是中国古代所特有的问题,更是古今中外都会出现的具有普

遍性的重要问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在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中:(1)“中原王朝”持积极安全观,不承认既存的不利的

体系结构,不接受体系秩序安全、边境安全和领土安全被威胁与破坏的状态,不仅要恢复

和维护这些安全,还要提升自己的安全地位,扩大自己的安全优势,对安全威胁保持高压

态势。(2)对于主要安全战略方向上的中心性威胁,力主以大规模的战略行动将其摧毁

或使之臣服。(3)对于非中心性威胁,主张以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方式积极介入其

事务,扩大在它们中的权势,增强对它们的影响。
相关研究参见阎学通:《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载《国际政治科学》,2014年第

4期,第1—35页。
约翰·柯林斯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大战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

士出版社1978年版,第47页。
相关研究可参见邢来顺:《德国威廉二世时期的世界政策及实施后果》,载《经济

社会史评论》,2019年第1期,第16—30页。
相关研究可参见法利德·扎卡利亚著、门洪华等译:《从财富到权力》,新华出版

社2001年版,第190—271页。
相关研究可参见尼克斯·克里斯托菲斯、李秉忠:《21世纪以来土耳其外交政策

演变及前景》,载《当代世界》,2020年第2期,第20—26页。
相关研究可参见曾向红、张峻溯:《“帝国怀旧”、地缘政治机会与土耳其外交的

转折》,载《外交评论》,2022年第2期,第5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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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回顾

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安全战略范式从保守型转换到进取型

之因的研究,大致分为历史研究路径与国际关系研究路径,主要形成了四种

观点,即“国力上升主导”说、“外部安全压力主导”说、“君主特质主导”说与

“权力精英主导”说。

(一)
 

“国力上升主导”说

该类观点认为“中原王朝”的安全战略范式转换的主要原因是其国力的

上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古典现实主义多强调此类观点,但构成一国国力

的要素是多方面的,比如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政治领导力等。具体到中国

古代,在该问题上,相关研究既未做深入探讨和细致区分,也未言明所谓的

国力上升主要是指哪一个方面要素的上升。揆其大概,相关研究普遍侧重

于经济实力,比如在分析汉武帝时期安全战略转向进取型时,有较多的学者

持有此论。①

然而,本文认为这种侧重于经济实力的“国力上升主导”说并不能很好

地解释“中原王朝”为何会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这是因为,一方面,汉

武帝时期的案例并不能证明国力上升必然会导致西汉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

范式。尽管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充分描述了汉武帝即位初期西汉的

经济富庶,但从时间上看,这种富庶又何尝不能被视为汉景帝后期同样会出

现的现象,毕竟汉武帝即位初期与汉景帝后期在时间间隔上是极短的,而且

也没有证据表明汉武帝即位初期因实施了某种政策使其在极短的时间内让

① 可参见胡刚:《论西汉对匈奴政策的变迁和得失———兼评汉武帝的历史作用》,
载《求索》,1982年第4期,第98页;马勇:《汉武帝对匈奴政策新论》,载《中国边疆史地研

究》,2004年第3期,第18页;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11页;陈拯:《系统效应与帝国过度扩张的形成:汉武帝大战略的再审视》,载《外
交评论》,2017年第3期,第48页;Michael

 

Loewe,
 

“The
 

Campaigns
 

of
 

Han
 

Wu-ti,”
 

in
 

Frank
 

A.Kierman
 

and
 

John
 

King
 

Fairbank,
 

eds.,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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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迅速富庶,从而相对于汉景帝时期的国力有质的飞跃。至少汉景帝后

期西汉的国力并不会亚于汉武帝即位初期太多,但汉景帝时期西汉并没有

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另一方面,有不少历史例证表明“中原王朝”在

其国力没有上升甚至是有所衰弱的情况下仍会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

比如宋神宗时期的转向。尽管中国古代的国力大小强弱很难准确评估,但

一般公认北宋国力最为鼎盛的阶段是有“嘉祐之治”美誉的宋仁宗统治时

期,与此同时,北宋冗官冗兵问题愈加严重,使北宋不断走向衰弱,宋神宗即

位时所面临的形势可谓积贫积弱①,但宋神宗即位的熙宁初期,北宋的安全

战略范式就开始转向进取型,这即是说该安全战略范式转向于北宋仁宗以

来国力较为衰弱的时候,“中原王朝”也有可能会在国力较弱的时候转向进

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因此,本文认为,侧重于经济实力的“国力上升主导”说

对安全战略范式转换问题的理解较为粗浅和笼统,且有以偏概全之嫌。

(二)
 

“外部安全压力主导”说

该类观点认为“中原王朝”的安全战略范式之所以从保守型转换到进取

型,是因为外部安全压力和威胁的增大,认为“如果国际结构的变动给一国

的安全和基本利益造成了严重威胁,该国若不变更其既定对外战略,就只能

遭受更大的损失,甚至遭遇生存危机,基于理性考虑,该国必然会做出应对

外部威胁的战略转换”②。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防御型现实主义多强调此类观

点,具体到中国古代,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结构压力和威胁对“中原王朝”安全

战略范式转换有着较大的影响。③

对于“外部安全压力主导”说,本文认为它在解释中国古代安全战略范

式转换问题上缺乏历史依据,即历史事实并不能完全支撑该观点。在汉武

帝初期西汉转换安全战略范式时,匈奴所施加的安全压力和威胁并不大,史

载匈奴“终景帝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今(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

①

②

③

仲伟民:《宋神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苗中泉:《对外战略转换中统帅与官僚群体间的复杂博弈》,载《当代亚太》,2017

年第1期,第79页。
可参见杨生民:《汉武帝传》,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7—190页;晁中辰:《明

成祖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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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①可见在汉武帝

即位前较长一段时间内和即位初期,匈奴的威胁并不算很严重。而匈奴对

西汉威胁最严重的时期是汉文帝时期,史载汉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

骑入朝那、萧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②。但此时西汉并没

有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在宋神宗初期北宋转换安全战略范式时,辽

国所施加的安全压力和威胁也不大,澶渊之盟后,宋辽关系实现了长期的基

本和平与稳定,辽国很少再劫掠北宋的边境地区,双方不仅建立了完备的交

聘制度③,甚至还建立起一定的战略互信。这种状况到了宋神宗时期也没有

发生明显变化。可见宋神宗初期,北宋所面临的安全压力和威胁并不算特

别大,至少远小于宋真宗前期,但宋真宗时期北宋的安全战略范式并没有转

向进取型。因此,安全压力和威胁的增大不会必然导致“中原王朝”转向进

取型安全战略范式。

(三)
 

“君主特质主导”说

该类观点认为“中原王朝”的安全战略范式转换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最高

决策者的特质,包括君主的个性、政治理想、个人喜好、人生经历、任职时长

和健康状况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有不少学者

开始关注“第三意象”,将决策者的认知视为重要的自变量。④ 具体到中国古

代,在分析汉武帝时期西汉安全战略范式转向进取型时,诸多学者都侧重于

从汉武帝的个人因素进行解释。⑤ 在分析宋神宗时期北宋安全战略范式转

①

②

③

④

⑤

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十,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510页。
同上书,第3506页。
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6页。
可参见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William
 

C.Wohlforth,
 

“Unipolarity,
 

Status
 

Competition,
 

and
 

Great
 

Power
 

War,”
 

World
 

Politics,
 

Vol.61,
 

No.1,
 

2009.
可参见胡刚:《论西汉对匈奴政策的变迁和得失———兼评汉武帝的历史作用》,

第99页;王绍东:《汉武帝转变对匈奴政策的原因新论》,载《秦汉研究》(第六辑),2012
年,第90页;苗中泉:《对外战略转换中统帅与官僚群体间的复杂博弈》,第71—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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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进取型时,学者们也多认为宋神宗的个人因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①

不过,本文认为“君主特质主导”说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原王朝”为何会

转向到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这是因为,首先,君主的个性和政治活动是复

杂多面的,在其追求政治目标的过程中会出现言行不一的现象。比如,唐太

宗时期唐朝明显采取的是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但唐太宗在《贞观政要》中

的经典言论却几乎都是反对该战略范式的。这一点决定了君主特质难以作

为实证研究中可靠的自变量。其次,君主在实现政治理想过程中的意志常

常是不稳定的。以宋神宗为例,尽管他有着强烈的征伐开拓之志,但在面对

现实阻力时,他的志向多有调整和退缩的可能性,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支

撑,他的意志并不足以推动北宋安全战略范式的转换。比如,对于“熙河开

边”,宋神宗曾对王安石承认“群疑方作,朕亦欲中止,非卿助朕,此功不

成”②。因此,单凭宋神宗个人的性格和政治理想,北宋并不一定能在他统治

时期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这一点决定了君主特质难以作为实证研究

中稳定独立的自变量。最后,尽管中国古代是君主专制体制,君主有巨大的

权力,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君主权力仍会受到不小的制约,这些制约既可

能来自朝堂庙宇,也可能来自江湖野里,既可能是观念上的,也可能是实际

上的,制约着君主不可能完全任由其个性、理想和喜好决策施政。即便强势

如汉武帝,在元光二年的马邑之围失败后,也不得不因“且纵单于不可得,恢

所部击其辎重,犹颇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③。而诛

杀“进取派”要员王恢,由此可见士大夫之心和天下人心对汉武帝的制约作

用,因此君主特质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自变量。

(四)
 

“权力精英主导”说

该类观点认为“中原王朝”的安全战略范式之所以从保守型转换到进取

①

②

③

可参见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5,
 

Part
 

One: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pp.464-465.林 鹄:《从 熙 和 大 捷 到 永 乐 惨

败———宋神宗对夏军事策略之检讨》,载《军事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56—68页。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023页。
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八,第34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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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是由位于权力体系上中层的文武官员引发和推动而成的,这些文武官员

为了维护或扩大个人/集团利益和权势,积极主张对外实施进取型安全战略

范式。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提出的“帝国主义利

益集团”论颇具有代表性。① 具体到中国古代,就汉武帝时期的转向而论,有

不少学者都强调军人的作用。② 就宋神宗时期的转向而论,学界对于文武官

员中哪一派发挥主导作用存在着较大的分歧,部分学者认为以王安石为代

表的中枢决策层的“变法派”是主导力量③,部分学者强调作为整体的文人文

官的作用④,还有一部分学者则强调将门豪士的作用⑤。

但是,本文认为“权力精英主导”说有着较大的片面性,因为在中国古代

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中,多数情况下君主拥有天然的权力优势,相对于君主

的作用而言,文武官员在安全战略范式转换中更多地是起到补充和强化的

作用。在汉武帝时期,如果没有汉武帝的大力拔擢,王恢、严助以及卫青和

霍去病等人很难跻身中枢权力精英行列,更遑论其导致国家安全战略范式

转换。在宋神宗时期,如果没有宋神宗力排众议,王安石几乎不可能成为一

代权相,王韶也很难从司理参军快速获得主持“熙河开边”之权。因此,相对

于“君主特质主导”说,“权力精英主导”说的解释力更弱;而且正如杰克·斯

奈德在其书中所论,“帝国主义利益集团”要对一国的对外政策发挥较大影

响,就必须建立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中,他把这种背景称为“卡特尔化”的政治

体制。⑥ 同样,在中国古代,文武官员要对安全战略范式的转换发挥决定性

影响,也需要特定的政治背景,但本文研究是相对统一的“中原王朝”,有稳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等译:《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58页。
马勇:《汉武帝对匈奴政策新论》,第98页;王绍东:《汉武帝转变对匈奴政策的

原因新论》,第90页。
可参见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5,
 

Part
 

One: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

p.466.
可参见方震华:《和战之间的两难———北宋中后期的军政与对辽夏关系》,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3页。
可参见曾瑞龙:《拓边西北———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年版,第4—6页。
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等译:《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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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序的政治秩序,不太可能为文武官员提供特定的政治背景以发挥决定

性影响。总体而言,“权力精英主导”说可以深化和拓展对历史细节的理解,

但在涉及具有持续性、系统性和全局性的安全战略范式问题上,过于夸大文

武官员的主导作用,与事实相左。

尽管上述四种观点都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但它们可以为中国古代的安

全战略范式转换提供部分解释。本文尝试在这四种观点的基础上,部分借

鉴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方法,提出一个更为细致和全面的补充性解释框

架,以更准确地回答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的安全战略范式为何会从保守型

转换到进取型,并分析其中的逻辑机理。

本文将使用过程追踪法和正反案例对比法进行验证,虽然过程追踪法

强调单一案例的有效性①,但有孤证不立之嫌,所以本文选取两组既包含未

能实现范式转换、又包含实现范式转换的案例验证本文的理论假设,它们一

个是从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到汉武帝时期西汉安全战略范式的转换,另一

个是从宋真宗和宋仁宗时期②到宋神宗时期北宋安全战略范式的转换。

三、
 

理论阐释与逻辑机理

国力上升或外部安全压力增大既不必然导致“中原王朝”转换到进取型

安全战略,也不会促使这种转换自然而然地发生,君主或其他权力精英亦不

足以单独推动这种转换。导致“中原王朝”安全战略范式从保守型转换到进取

型的关键性自变量是:“中原王朝”对体系结构的威胁—机会认知、“中原王朝”

重大国内政治事项与外事的关联度以及其对外事的需求度、“中原王朝”内部

权力集中度以及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不同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特别强调区分

自变量与中介变量③,本文并不认为国内层次上的变量只能作为中介变量。

①

②

③

可参见汪卫华:
 

《拆解过程追踪法》,载《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2期,第157页。
由于宋英宗统治时间较短,仅持续三年半,且他的身体状况不佳,又被内政上的

“濮议之争”占用了过多的精力,对外鲜有建树,因此本文在文字表述上略去了宋英宗时

期,但在内容上将其纳入宋仁宗时期进行分析。

Norrin
 

M.Ripsman
 

et
 

al.,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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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变量与假设阐释

假设1:
 

“中原王朝”是否会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与“中原王朝”对体系

结构的威胁—机会认知变化有关。当“中原王朝”长期存在较强的威胁认

知,并出现和强化了第一重机会认知时,它就有可能对外采取进取型安全战

略;而当第二重机会认知出现并强化时,对外全面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的可

能性随之变大。

威胁—机会认知以现实中的威胁和机会为产生基础,但两者之间存在

着不同程度的偏差,相对于后者,前者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和独立性,而影响

决策的主要是前者,后者通过前者才能发挥实际作用。

影响“中原王朝”产生威胁认知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共时

性威胁。它的大小由中心性威胁①的国力强弱、威胁意图的显隐、威胁程度

的高低、与“中原王朝”核心地带距离的远近以及威胁的紧迫度所决定②,如

果中心性威胁的国力较强,威胁意图较明显,威胁程度较为严重,与“中原王朝”核

心地带的距离较近,威胁的紧迫度较高,则其共时性威胁较大,反之较小。

另一方面,历时性威胁。相对于共时性威胁,历时性威胁对“中原王朝”

①

②

从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大小去判断,“中原王朝”的外部威胁可以分为四种类

型:主要安全战略方向上的中心性威胁、主要安全战略方向上的侧翼威胁、次要安全战略

方向上的主要威胁与次要安全战略方向上的侧翼威胁。这四类威胁对“中原王朝”安全

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降低,后三类威胁也可以统称为非中心性威胁。第一次鸦片战争之

前,“中原王朝”的主要安全战略方向大致位于从辽东地区到河湟-河西地区以北的“大北

方”地区及其附近区域。在该战略方向上往往会出现一个又一个游牧式的、游牧渔猎式

的或半耕半牧式的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它们距离“中原王朝”的核心地带相对较近,不
仅能瓦解“中原王朝”的体系秩序安全,也能破坏它的边境安全,还能挑战它的领土安全,
介入并恶化它的内部统治秩序,甚至还能摧毁它的政权安全,并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它的

文明安全。这些政治军事势力既是“中原王朝”的中心性威胁,也是结构压力施加者与主

要战略对手。在同一个历史时期,这个中心性威胁可能只有一个,如西汉时期的匈奴;也
可能有两个,如北宋中后期的辽和西夏,尽管是两个,但它们带给“中原王朝”的安全威胁

却是一体的。
本文选取的影响共时性威胁大小的因素部分参考了《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

论》一书的观点,参见Norrin
 

M.Ripsman
 

et
 

al.,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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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认知的影响更大。所谓历时性威胁可以理解为受动者被威胁和损害的

历史记忆。正如心理学所揭示的那样,人们由于遭受了异乎寻常的威胁性

和灾难性的创伤后,会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症”(PTSD),该病症的核心症

状包括创伤性体验的反复重现、持续的回避与持续的警惕性提高。① 人们被

威胁和遭受创伤后会产生该病症,由人构成的国家同样也会产生这种病症,

如果“中原王朝”在过去长期且反复遭受中心性威胁的严重损害,即使在共

时性上双方的关系得到大幅改善,中心性威胁很少表现出威胁性的意图和

话语,但“中原王朝”由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存在,它的威胁认知并不一

定会变弱。历时性威胁对“中原王朝”威胁认知的影响既取决于它自身的大

小,也取决于“中原王朝”的历时性威胁认知是否被激活。

历时性威胁的大小由中心性威胁过去对“中原王朝”实施威胁和损害的

次数、程度和总时长,与当前的时间距离,以及所包含的羞辱性的大小所决

定。如果威胁和损害的次数较为频繁,程度较为严重,总时长较久,与当前

时间距离较近,所包含的羞辱性较大,则历时性威胁较大,反之较小。影响

历时性威胁认知是否被激活的条件有很多,其中最关键的一项是“中原王

朝”与中心性威胁之间长期维持的大体和平状态是否突然遭到中心性威胁

严重的破坏和威胁。如果出现这一情况,“中原王朝”对它们之间的和平与

和约的信念将被动摇,“中原王朝”的历时性威胁认知将很有可能被激活。

当共时性威胁的第一个和第四个因素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且第二个因素

难以被准确评估时,“中原王朝”被激活的历时性威胁认知越强,则其威胁认

知越强,反之越弱。

影响“中原王朝”产生机会认知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中原王朝”具备

战略自信,即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体系结构,由此产生第一重机会认知。二是

中心性威胁出现严重的问题,它可以细分为六种具体的情势,根据对“中原王

朝”产生机会认知的影响,依次为:(1)中心性威胁出现对外决策失误;(2)中心

性威胁的经济和人口严重衰退;(3)中心性威胁与第三方势力交战;(4)中心

性威胁被第三方势力击败,损失惨重;(5)中心性威胁内部发生政变,政局不

稳;(6)中心性威胁内部分裂,各派混战。如果中心性威胁出现以上任何一

① 杨慧芳、张长征:《创伤后应激障碍与认知》,中央编译出版社2021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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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势,就有可能触发“中原王朝”产生第二重机会认知。

总体而言,威胁认知为“中原王朝”采取进取型安全战略提供了压力,机

会认知为“中原王朝”采取进取型安全战略提供了推力。

假设2:
 

“中原王朝”是否会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与“中原王朝”内政外

事的关联度和内政对外事的需求度有关。当“中原王朝”正在推动重大国内

政治事项,且该事项与外部事务的关联度较大时,其就有可能对外采取进取

型安全战略;基于较大的关联度,如果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对外部成就有

较大的需求度时,其对外采取进取型安全战略的可能性会更大。

并不是每位君主在其统治时期都会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所谓重大

国内政治事项,首先具有革新性,在内容上多异于之前的或既存的政治系

统,且对其大加改变;其次是所涉及的事项和议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都具有

重要性;再次是所涉及的领域具有广泛性,不只是针对政治系统中的某一个

或几个事项和议题,因此举措实施规模往往较大;最后是它对之前的或既存

的政治系统的改变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深入性。在本文的研究中,它基本

上可以理解为“新政”或“变法”。

在与外事的关联度上,众所周知,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但并非所有的内

政都会延续到外交上,内政与外事的关联度有大小强弱的区别。重大国内

政治事项的目标、内容和人事是评判它与外事关联度的三个关键指标。如

果“中原王朝”的重大国内政治事项在目标、内容和人事上与外部事务有着

较大的关联度,即该事项的部分目标和内容涵盖了外部事务或与外部事务

有重叠,同时,“中原王朝”内部权力体系中又崛起了一批因推进该事项或因

与该事项有密切关系的权力新贵集团,则它的重大国内政治事项与外部事

务就存在较大的关联度,反之较小。如果存在着较大的关联度,则“中原王

朝”在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的过程中需要在外部事务上有所作为,这就使

进取型安全战略的实施有了可能。

在对外事的需求度上,如果“中原王朝”的重大国内政治事项与外部事

务有较大的关联度,则其在外部事务上的成败得失将会对其推动重大国内

政治事项产生较大的影响,外部事务上的成就将会有力地推动重大国内政

治事项的实施。因此,一方面,重大国内政治事项与外事的关联度既是前者

对外部成就产生需求度的前提条件,也是影响该需求度大小的一个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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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如果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与外部事务存在着关联度,则前者天然就

对外部成就存在需求度,两者的关联度越大,前者对后者的需求度就越大。

另一方面,当“中原王朝”决策层在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面临的内部政治

阻力变大时,其内部成就不足以或来不及消解这些阻力,其就会对在外部事

务上的成就产生更大的需求,更有可能通过实施进取型安全战略去获取更

多更大的外部成就,以证明其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的正确性,从而获取支

持其继续推进重大国内政治事项的信心和资源。

假设3:
 

“中原王朝”是否会转向全面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与“中原王

朝”内部的权力集中度和安全战略目标的集中度有关。当假设1和假设2中

的情境已经存在,且“中原王朝”内部权力集中度和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较

高时,就有可能对外全面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

“中原王朝”内部权力集中度是指君主(最高决策者)的权力集中度,而

权力集中度与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是两个高度关联的变量,前者是后者得

以产生的前提条件。如果“中原王朝”内部权力集中度较低,则很难实现安

全目标的高度集中,反之则易于实现安全战略目标的高度集中。影响“中原

王朝”内部权力集中度的因素包括:(1)地方上的对抗性军政势力是否存在

及大小强弱;(2)辖区内军事反叛或农民起义是否存在及严重性;(3)中央内

部制约性势力是否存在及大小强弱。这三项因素是判断“中原王朝”内部权

力集中度和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的三个关键指标。如果这三项因素中的任

何一项都不存在或非常弱小,可以认为其内部权力集中度较高。如果这三

项因素中只要有其中一项较为强大或严重,则可以认为其内部权力集中度

较低,这意味着“中原王朝”决策层面临较大的内部安全负担和风险。所谓

安全负担是指制约资源和力量集中的负担,所谓安全风险是指君主的权力

被削弱或剥夺的风险。

如果影响内部权力集中度的前两个因素较为强大或严重时,意味着“中

原王朝”出现了严重的内部安全问题,若不解决或应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既有可能导致“中原王朝”领土的分裂和缩小,也有可能导致“中原王朝”内

部统治秩序走向混乱和瓦解,甚至倾覆政权,以上都属于内部安全风险。而

要解决或应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内部安全风险则会转变为内部安全负担,

导致“中原王朝”国家安全战略目标被分散,决策层更有可能将内部安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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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视为重中之重,从而把用于解决外部安全问题的资源和力量优先解决内

部安全问题,最终阻碍其对外采取进取型安全战略。

如果影响内部权力集中度的后一个因素较为强大,一方面,将导致“中

原王朝”在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转换的决策和执行上面临较大的负担,持不

同主张的中央制约性势力会分散“中原王朝”的安全战略目标,他们有可能

在决策的廷议中使进取型安全战略难以通过,也有可能在执行的过程中抑

阻进取型安全战略的实施,影响其实施的效果、规模和持久性,增加转换的

决策和执行成本;另一方面,转换过程中一旦有所挫败,强大的中央制约性

势力就有可能会通过谴责和弹劾等方式削弱君主的威望或打击君主周围的

“进取派”要员,甚至以政变的方式架空或推翻君主的统治。这些都是“中原

王朝”不得不面对的内部安全风险,这种风险足以抑制以君主为核心的“进

取派”推进战略转换的决心。

面对因权力集中度较低而出现的内部安全负担和风险,显然“中原王

朝”既不能也不敢把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在外部事务上,从而难以全面推进进

取型安全战略;相反,如果一国内部权力集中度较高,地方上不存在对抗中

央的强大的军政势力、军事反叛或农民起义,中央内部也不存在制约君权的

政治势力,在较强的威胁认知的压力下,“中原王朝”的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

将大幅提高,从而有助于其全面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

(二)
 

从保守到进取的逻辑机理

(1)
 

在较强的威胁认知的压力下,“中原王朝”决策层中以君主为核心的

“进取派”对“中原王朝”的安全环境和安全地位深感担忧与不满。随着机会

认知中的战略自信不断增长,他们认为“中原王朝”能够改变体系结构,进而

改善“中原王朝”的安全环境,提升其安全地位。这两种认知的碰撞驱使他们

强烈渴望改变现状和既定的安全战略范式。(2)他们在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

项的目标和内容上涉及外部事务,因此要在外部事务上有所作为。同时,在中

央内部面临较大阻力,内部成就不足以或来不及证明和支持其推动重大国内

政治事项的正确性时,他们会迫切需要外部成就来提供证明和支持。对于因

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或因与该事项有密切关系而产生的权力新贵集团来

说,其更需要外部成就巩固自己的权力以及证明权力的正当性。以上两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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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出现将导致“中原王朝”进入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的起步阶段,该阶

段“中原王朝”多以非中心性威胁为主要目标,但其着眼点却是中心性威胁。

(3)君主在“中原王朝”内部实现较高的权力集中和安全战略目标集中,既没有

严重的内部安全问题,也没有实质性的中央内部制约力量,“中原王朝”既可以

承受更大的国内安全负担和风险,又能够较为自由和顺利地集中各种资源与

力量。(4)当中心性威胁出现某种严重的问题时,该问题被“进取派”的机会认

知瞄准锁定,将导致“中原王朝”第二重机会认知的出现和强化,从而促使“中

原王朝”进入全面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的阶段,该阶段“中原王朝”开始以

中心性威胁为主要目标,但同时仍会对非中心性威胁实施进取型安全战略。

安全战略范式的转换离不开必要性、迫切性与可行性的支撑。在该逻辑

机理中,较强的威胁认知和第一重机会认知为转换提供了必要性,发挥着触发

作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与外事较大的关联度为转换提供了可行性,发挥着驱

动和保障作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对外部成就较大的需求度为转换提供了一

定的迫切性,发挥着驱动作用;较高的内部权力集中度和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

则进一步增强了转换的可行性,发挥着保障作用;而第二重机会认知的出现与

强化又进一步增强了转换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发挥着触发和驱动作用。

图1 保守型安全战略范式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转换的逻辑导图

四、
 

案例验证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很多时候都实施过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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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究而言,汉武帝时期和宋神宗时期的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更具有典型

性,都非常符合“转换”的特征:从较长时期的保守型安全战略范式突然地大

幅转换到进取型,且都有一定的国力基础,大致处于王朝的中期,可以排除

王朝开创初期的特殊性。

(一)
 

从文帝景帝到武帝:西汉安全战略范式的转换

西汉安全战略范式转向进取型发轫于汉武帝继位初期的建元年间,可

以分为两个阶段。(1)起步阶段,该阶段主要在建元年间,西汉用军事威慑

平定了两次越人之争,并且开始经略西南夷。(2)全面推进阶段,该阶段始

于元光二年,又可以细分为三个时期:元光二年至元狩四年,西汉对匈奴发

起了五次大规模的反击与远征;元鼎五年至太初三年,西汉平定了南越、东

越、西南夷、滇国、西羌和朝鲜,征伐了楼兰、姑师和大宛;太初元年至征和三

年,西汉又对匈奴发起六次大规模的反击和远征。

在用汉武帝时期西汉实现范式转换的案例进行正向验证之前,本文将

简要地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西汉未能实现范式转换的案例对本文的假设

进行反向验证。

1.
 

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未竟的转换

首先,在汉文帝继位初期,西汉的国力已有较大的恢复,史载吕后执政

后期西汉“天下晏然”“衣食滋殖”①;其次,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西汉都面临

着来自匈奴的严重威胁,尤其是汉文帝时期,正如前文所述,该时期可谓西

汉自“白登之围”以来匈奴威胁最为严重的时期;再次,汉文帝和汉景帝颇具

才略,汉文帝还多次表现出反击匈奴的强烈意愿;最后,该时期的西汉亦不

乏能臣猛将。但以上因素都没能导致西汉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因为在

该时期,西汉对体系结构的威胁—机会认知不足,而且西汉没有推动重大国内

政治事项,同时西汉君主的权力集中度和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都相对较低。

(1)西汉对体系结构的威胁—机会认知不足。一方面,尽管在汉文帝和

汉景帝时期,匈奴的威胁相当严重,但西汉对匈奴的威胁认知似乎并不强,

① 司马迁撰:《史记》卷九,第5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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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汉文帝时期对汉匈和约有效性的信任,决策层认

为,即便匈奴严重威胁和损害了西汉的安全,但它仍会回到和约的约束中,

汉匈和约大体上能满足西汉的安全需要。比如,汉文帝后元二年,汉文帝在

诏书中就提出:“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

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①二是认为匈奴对西汉的安

全威胁和损害只是匈奴个别势力所致,并非单于或整体匈奴要威胁和损害

西汉。比如,汉文帝三年,匈奴右贤王攻占河南地,汉文帝在诏书中指出:

“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地,非常故。”②三年后,汉文帝在给冒顿单于

的书信中还特意强调:“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③汉文帝时期

的这种威胁认知基本上延续到汉景帝时期。

另一方面,尽管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西汉的国力已经有了大幅提升,

但在汉匈力量对比上,西汉权力和文化精英的战略自信普遍不高,虽然在汉

文帝中后期贾谊和晁错曾公开表达过对匈奴的战略自信,但他们并不能代

表西汉普遍的第一重机会认知状况。而能充分表现出此时西汉较低的第一

重机会认知的是两次对匈奴政策的廷议。第一次是汉文帝四年,冒顿单于

向汉廷炫耀其攻灭大月氏,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汉廷出现

了对匈奴政策的论辩,史载:“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④

十年后,匈奴大举进犯,汉文帝准备亲征匈奴。但在廷议上,不仅群臣谏止,

皇太后亦不允许。⑤ 这两次廷议反映出西汉决策层较低的第一重机会认知。

而到了后元二年,汉文帝在诏书中提出“朕既不明,不能远德,使方外之国或

不宁息”⑥,委婉地承认了西汉力量的不足。汉景帝时期,无论是《史记》,还

是《汉书》,基本上都没有再出现西汉决策层在对匈奴政策上的论辩,几乎一

致满足于和亲政策,由此可见相对于汉文帝时期,汉景帝时期西汉的战略自

信并没有显著提升。而且汉文帝和汉景帝两朝,匈奴国力强盛,政局稳定,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四,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3页。
同上书,卷九十四上,第2779页。
同上书,第3503页。
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十,第3501页。
同上书,卷十,第542页。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四,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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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出现严重的对外决策失误,不存在触发西汉出现第二重机会认知的情势。

(2)
 

“黄老之政”下的清静无为。汉初奉行的黄老之政大致形成于汉高

祖时期,定型于汉惠帝和吕后执政时期,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得以延续,

及至汉武帝建元年间。一方面,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西汉更多地是延续

“黄老之政”,而非革新,史载:“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①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②因此可以

判断,该时期西汉没有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另一方面,“黄老之政”的核

心要义是清静无为③,主张薄赋敛、省刑罚、尚俭朴,与民休息,君主垂拱而

治。它不仅在目标、内容和人事上与外事鲜有关联,而且对外部成就缺乏需

求;此外,“黄老之政”下对内清静无为,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并约束对外安全

战略,使其不会过分偏离清静无为的政策基调。

(3)
 

汉初的有限皇权。由于西汉中前期很少出现大规模的下层军事反

叛或农民起义,因此在影响“中原王朝”内部权力集中度的三个指标中,对西

汉影响较大的是第一和第三个指标。自西汉立国以来,君主的权力集中度

就持续受到来自中央和地方的制约。汉高祖时期君主的权力集中度相当

低,中央内部有军功受益阶层,地方上有异姓诸侯王,是典型的有限皇权。④

汉文帝时期,君主的权力集中度有所提升,但仍难言较高。在中央,军功受

益阶层的势力占据主导地位⑤。地方上同姓诸侯王的权势较大,且不时出现

军事反叛。史载汉文帝三年,汉文帝准备大举反击匈奴,但此时济北王刘兴

居举兵反叛,汉文帝只能对匈奴罢兵,三年之后又出现淮南王刘长谋反。汉

景帝中前期,地方上的同姓诸侯王发动“七国之乱”;同时,在中央,君主的权

力不仅受到第二代军功受益阶层的制约,还受到后宫的制约。

概而论之,在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期,能够触发、驱动和保障“中原王朝”

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的因素要么比较微弱,要么就不存在。尽管汉文

①

②

③

④

⑤

魏徵撰:《隋书》卷三十四,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75页。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九十七上,第2905页。
刘泽华、葛荃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

版,第179—180页。
 

相关分析可参见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39—143页。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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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时期曾出现两次转换的可能,但前一次被同姓诸侯王的反叛中断,后一次

被中央的制约性势力阻止,这两次夭折的转换不只是因为君主权力集中度

较低,还因为此时西汉在转换的必要性、可行性和迫切性上均有严重的不

足,触发因素、驱动因素和保障因素也都有较大的欠缺。

2.
 

汉武帝时期第一个阶段的转换:转换的起步

(1)
 

西汉威胁认知的激活与上升。汉武帝即位初期,西汉对体系结构的

威胁认知明显上升,在元光元年对匈奴政策的廷议中,不仅“进取派”的王恢

认为“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就连“保守派”的韩安国也提出

匈奴“怀禽兽之心”。① 第二年,汉武帝公开指出:“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

边境数惊,朕甚闵之。”②虽然根据《汉书·匈奴传》的记载,从共时性威胁上

看,汉景帝时期和汉武帝即位初期,匈奴对西汉的安全威胁和损害似乎有所

下降,但决定威胁认知强弱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历时性威胁。从历时性威胁

的大小来看,首先,自公元前200年的“白登之围”后,匈奴就成为西汉的中心

性威胁,至汉武帝在公元前141年即位,匈奴对西汉施加了总时长近60年的

威胁。其次,匈奴对西汉的威胁和损害程度相当严重,在匈奴的威胁下,西

汉的体系秩序安全和边境安全基本上无从谈起,而匈奴趁着秦末战乱占领

河南地,亦破坏了西汉的领土安全。从汉初接纳西汉叛逃的异姓诸侯王,到

景帝时期与“七国之乱”中的赵国勾结,匈奴大肆介入西汉的内部纷争,对其

政权安全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和损害。除了在“白登之围”中险些俘虏汉高

祖,匈奴对西汉最严重的两次威胁当属汉文帝十四年和后四年,前者匈奴

“候骑至雍甘泉”③,后者“烽火通于甘泉、长安”④,这两次迫近西汉政治中心

的军事行动似乎表明匈奴的战略目标已不再仅限于边境和经济,大有挑战

西汉政权安全的意图⑤。再次,在匈奴实施威胁和损害的次数上,《汉书》明

①

②

③

④

⑤

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八,第3461页。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二,第1831页。
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十,第3506页。
同上书,第3510页。
本文认为构成古代“中原王朝”外部安全的要素主要有五项,包括体系秩序安

全、边境安全、领土安全、政权安全与文明安全,它们可以被理解为“中原王朝”的五项基

本外部安全利益和安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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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记载的规模较大的进犯,在汉高祖时期有三次,吕后时期有两次,汉文帝

时期多达四次,汉景帝时期亦有四次。复次,匈奴的这些威胁和损害行动距

离汉武帝继位的建元元年,最近的一次仅相隔一年,史载汉景帝后二年春

“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与战死”①。最后,匈奴对西汉的威胁还有着大量的

羞辱性言行。从以上五点的分析来看,匈奴对西汉构成了较大的历时性威

胁,而西汉对这种较大的历时性威胁的认知又在汉景帝后期被激活。

根据《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汉景帝时期,匈奴对西汉的四次进犯,第

一次是在汉景帝即位初期,西汉以和亲应对,换来了与匈奴七年的大体和

平。第二次是在汉景帝中二年,西汉以停止和亲应对,而匈奴并未实施报

复,汉匈之间又有了四年的大体和平。但到了汉景帝后期的中六年和后二

年,在三年的时间内,匈奴竟两度大举进犯,且对西汉安全的破坏性远远大

于前两次,而和亲政策在应对这两次进犯上都效用不大。如果说匈奴的前

两次进犯还属于“小入盗边”,该时期还属于汉匈大体和平阶段,基于和亲政

策的汉匈和约还能发挥较大作用;那么后两次的具有较大破坏性的突然且

频密的进犯,似乎表明匈奴对西汉的威胁又回到了汉文帝时期“大寇”的程

度②,这足以激活西汉对匈奴较大的历时性威胁认知,使西汉更多的权力和

文化精英认识到汉匈和平的脆弱性、汉匈和约的无效性以及匈奴威胁的严

重性。而在匈奴的国力尤其是军事战斗力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衰退的情况

下,这种在汉景帝后期被激活的较强的历时性威胁认知,从整体上塑造了西

汉在汉武帝继位初期对匈奴和体系结构较强的威胁认知。

(2)
 

西汉战略自信的上升。该时期西汉的战略自信的上升主要体现为

“天下主义”的上升,即西汉权力和文化精英对西汉在国际体系中具有中心

和领导地位的强烈与广泛认知,这在汉武帝即位初期的建元年间有相当多

①

②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五,第108页。
通过分析《汉书·景帝纪》中的相关记载能明显看出匈奴这四次进犯在规模和

破坏性上的区别。对于第一次进犯,不同于《史记·孝景本纪》还留下了“匈奴入代”这样

的简单记载,《汉书·景帝纪》中就没记载这次进犯;对于第二次进犯,《汉书·景帝纪》也
只是简单地记载了四个字“匈奴入燕”;但对于后两次进犯,《汉书·景帝纪》却着墨颇多,
对于第三次进犯的记载是“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
对于第四次进犯的记载是“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与战死”。通过这种对比,可以看出匈

奴后两次的进犯在规模和破坏性上都要远远大于前两次进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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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现。以当时汉武帝的近臣严助为例,在建元三年是否应出兵解决闽越

兵围东瓯的战略辩论中,他提出:“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

诉,又何以子万国乎?”①建元六年,解决了闽越攻击南越之事后,他又代表汉

武帝对淮南王刘安谕旨:“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

安,乱者卬治。”②甚至连“保守派”要员淮南王刘安也在奏书中写道:“陛下以

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薮为囿,江汉为池,生民之属皆为臣妾。”③这些史料

表明,在建元年间西汉的战略自信已经出现并有所上升。

(3)
 

“大一统”之政下的内政与外事。汉武帝自即位以来推动的重大国

内政治事项可以概括为“大一统”之政,他雄心勃勃地准备用“大一统”之政

取代汉初以来长期推行的“黄老之政”。“大一统”这个概念最早见于《春秋

公羊传》,关于这个概念的含义,后世学者有着非常多的阐释,本文认为“大

一统”是个由内而外、内外关联性极强的概念和观念。就其内部性而言,是

指维护和巩固君主统治的正统性、统一性与一元性,加强国家制度和政策的

正统性、统一性与一元性,主张中央集权和君主强化权力,当代学者的理解

是“天下之政治统一于中央,天下之大权集中于天子”④。由此就关联出这个

概念和观念的外部性,就其外部性而言,有扩大君主统治和影响的空间广泛

性的意思,这一点往往会和“天下主义”结合在一起。

汉武帝即位之初就意气风发地想要把“大一统”从概念变为现实,从观

念转化为政策和制度,这便是建元元年的新政。新政之初,汉武帝就铸造了

铭文为“定天下,万物伏”的建元鼎⑤。而从“大一统”概念和观念本身所具有

的由内而外、内外关联性极强的特性出发,汉武帝推行“大一统”之政在目标

和内容上势必带有较大的外向性,“大一统”之政势必会向西汉传统管辖区

域之外延伸,这个延伸的过程就是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但汉武帝建

元元年的新政很快就因为窦太后的反对而中止,新拔擢的中枢大臣或被诛

①

②

③

④

⑤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六十四上,第2098页。
同上书,第2105页。
同上书,第2103页。
寇养厚:《汉武帝为何重视<公羊传>》,载《文史哲》,1999年第4期,第76页。
庄春波:《汉武帝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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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被黜,新政诸事罢废。① 汉武帝的“大一统”之政遭遇严重的内部阻力,新

政既难以在内部推行,又难以通过内部成就获得自身正确性的证明与支持,

那么剩下的窗口就是外部事务,通过对外部世界推行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

来获得成就,以证明和支持新政的正确性。由于“大一统”之政中内政和外

事本身就具高度的关联性,因此这种证明和支持的效果是清晰可见的。此

外,在人事上,汉武帝推行“大一统”这样的新政,很难在旧的权力集团中获

得坚定的支持,他需要在旧的权力集团之外重建一批权力新贵集团,这些人

往往来自权力的边缘或半边缘群体,甚至来自社会的下层群体,由于新政在

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因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热衷于

推动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而另一部分人即便不热衷于此,但由于他们的政

治命运与“大一统”之政深度绑定,因此也不会强烈反对。

在这起步阶段,对匈奴的威胁认知使西汉的“进取派”对西汉的安全环

境和安全地位相当不满,西汉的权力和文化精英不断上升的战略自信(第一

重机会认知)驱使他们准备改变体系结构,以实现“天下主义”中“中原王朝”

应有的地位。与此同时,汉武帝意欲推行“大一统”之政,使得上述想法有变

为现实政策的可能性,而“大一统”之政在内部的受挫又为上述想法的实现

增强了迫切性,因“大一统”之政而逐渐崛起的权力新贵集团则使进取型安

全战略范式有了积极的执行力量。但此时中心性威胁尚未出现严重的问

题,且西汉的权力集中度和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都相对有限,这使西汉必须

高度重视安全战略范式转换的内部安全负担和风险,尽量选择成本和风险

较小且更容易出成就的目标。所以此时西汉虽然已经转向到进取型安全战

略范式,但转向的规模和力度都相对有限。

3.
 

汉武帝时期第二个阶段的转换:全面推进

在该阶段,一方面,西汉对匈奴的威胁认知并没有减弱。另一方面,西
汉的战略自信也在继续上升。比如,王恢在元光二年就提出:“今以中国之

盛,万倍之资,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犹以强弩射且溃之痈也。”“以陛下之

威,海内为一,天下同任。”②汉武帝也在元光元年表达了对“德及鸟兽,教通

①

②

庄春波:《汉武帝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二,第1831—18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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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海外肃眘,北发渠搜,氐羌徕服”①的向往。再一方面,汉武帝的“大一

统”之政得以重新推行。虽然其内部阻力变得非常微弱,但这三个方面的原

因不足以促使西汉开始全面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决定西汉从起步阶

段发展到全面推进阶段的因素还有两个:一是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这意味

着汉武帝的权力集中度大幅提升;二是元光二年“马邑之谋”中匈奴单于中

计,这意味着中心性威胁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导致西汉第二重机会认知的出

现与强化。

(1)
 

汉武帝权力集中度的提升与西汉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的提升。汉

武帝继位初期,仍面临着来自中央和地方的制约:中央有窦太后及相关外戚

势力的制约,这是主要的制约力量;地方上各同姓诸侯王仍有一定的势力。

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的权力集中度得以大幅提升,这使得汉武帝

推行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有了较大的自由度,可以更加自主地进一步集中

和使用各种资源,且不再面临被架空或废黜的风险,汉武帝亦敢于在应对外

部安全威胁时承受更大的内部安全负担和风险。与此同时,地方上的同姓

诸侯王也无法形成“七国之乱”时的规模,汉武帝能投入更多的资源和力量

去解决外部安全问题,从而使西汉的安全战略目标进一步集中。元光四年,

在剪除了外戚权臣窦婴和田蚡,以及在元朔二年颁布“推恩令”之后,汉武帝

的权力集中度更是空前提高,这对西汉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的推动作

用可以通过一组史料的对比表现出来:元光元年,对于是否要同意匈奴的和

亲要求,御史大夫韩安国主张同意,史载“群臣议者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

亲”②;到了太初三年,对于是否要第二次远征大宛,史载“公卿及议者皆愿罢

击宛军”,但汉武帝“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③,乾纲独断决定二伐

大宛。

(2)
 

匈奴对外决策的失误与西汉第二重机会认知的出现及强化。元光

二年,匈奴出现了对外决策的严重失误。一方面,匈奴在经济上过于贪婪,

在军事上过于自大;另一方面,西汉长期对匈奴奉行保守型安全战略范式,

①

②

③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六,第115页。
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八,第3461页。
同上书,卷一百二十三,第38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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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建元年间西汉对匈奴营造出的“厚遇,通关市,饶给之”①的氛围,使得匈

奴对西汉滋生出了严重的麻痹大意心理,认为西汉不可能对其进行大规模

的战略反击。针对匈奴的这一战略心理,马邑豪士聂壹定下“马邑之谋”,准

备对匈奴诱敌设伏、擒贼擒王。他告诉王恢:“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

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②于是王恢秘密派遣他潜入匈奴,告诉军臣

单于,他可以作为内应斩杀马邑令丞,使马邑不战而降。军臣单于竟轻信了

他的话,亲自领兵十万进入武州塞,准备劫掠马邑财物。此外,以王恢为代

表的“进取派”赢得了西汉廷议上对匈奴政策的论辩,西汉决定利用匈奴的

决策失误,抓住这次能够轻而易举、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威胁的机会。由

此,在第一重机会认知的基础上,西汉对中心性威胁的第二重机会认知得以

出现并强化,于是“汉伏兵三十馀万马邑旁”③,从此西汉开始进入全面推进

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的阶段。

(二)
 

从真宗仁宗到神宗:北宋安全战略范式的转换

北宋自宋太宗雍熙三年伐辽失败后,明显开始奉行保守型安全战略范

式,这一范式在宋真宗、宋仁宗和宋英宗时期得以延续。自宋神宗熙宁初

期,北宋开始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起步阶

段。该阶段主要在熙宁年间,北宋最主要的战略行动是“熙河开边”。此外,

北宋还在熙宁元年开始着手经略交趾,并且在熙宁二年恢复和加强了与高

丽的外交联系。(2)全面推进阶段。该阶段主要在元丰年间,北宋最主要的

战略行动是对西夏发起灭国之战,试图“直捣兴、灵,覆其巢穴”④。虽然宋神

宗时期的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在规模、成效和持续时间上都远不及汉武帝

时期,但它的案例价值并不亚于后者。

在用宋神宗时期北宋实现范式转换的案例进行正向验证之前,本文将

先简要地用宋真宗和宋仁宗时期北宋未能实现范式转换的案例对本文的假

①

②

③

④

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十,第3510页。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五十二,第1831页。
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十,第3510页。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二,第75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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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进行反向验证。

1.
 

宋真宗和宋仁宗时期未竟的转换

首先,宋真宗和宋仁宗时期的北宋有着比较雄厚的国力基础,尤其是在

经济方面,宋真宗时期有“咸平之治”的美誉,宋仁宗时期有“嘉祐之治”的美

誉。其次,宋真宗和宋仁宗时期,北宋面临相当严重的外部安全威胁。宋真

宗时期,辽军大举南下,迫近北宋的政治中心。宋仁宗时期,西夏李元昊自

立称帝,数次重创北宋军队。再次,宋真宗和宋仁宗亦有才略,并非昏聩之

君。最后,该时期北宋也有不少能臣猛将。但这些因素都没有导致北宋转

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这同样是由于该时期,第一,北宋对体系结构的威

胁—机会认知不足;第二,北宋没有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第三,北宋的君

主权力集中度和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都相对有限。

(1)
 

北宋对体系结构的威胁—机会认知不足。一个奇特的现象是,景德

元年,辽国大举南下以及“澶渊之盟”的签订并没有导致北宋威胁认知的上

升,反而使其对体系结构的威胁认知明显下降。比如景德元年十二月,宋真

宗就对其将领讲道:“北狄自古为患……今得其畏威服义,息战安民,甚慰朕

怀。”①此后,他又多次强调北宋“四方无事”的大好形势,他的臣下也都普遍

认同这一观点,而“无事”一词似乎还上升到了北宋政治话语的高度。可以

说“澶渊之盟后,北宋朝野上下,举国欢腾,普遍相信安史之乱引发的混乱局

面,经历了二百五十多年,至此才真正终结,可与开元之治媲美的盛世已经

到来”②。这种较弱的威胁认知一直延续到宋仁宗中期的庆历年间。③

与较弱的威胁认知相伴的是北宋较低的战略自信,即认为不可能在一

定时期内改变体系结构,这尤其反映在“澶渊之盟”后北宋频繁举行的天书

封祀活动,宋真宗君臣自认为其不可能以实力洗刷“澶渊之耻”,只能以这种

自欺欺人的方式遮掩国耻,恢复君主的威望。尽管到了宋仁宗中后期,北宋

的战略自信有所提升,但难言属于普遍现象,实际上到辽国行将灭亡之前,

北宋对其都难言有较大的战略自信。另外,庆历八年正月,李元昊遇刺,一

①

②

③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第1293页。
林鹄:《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2页。
同上书,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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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之间西夏政局动荡,但中心性威胁突然出现的这一问题并没有导致北宋

强化第二重机会认知,虽然有“分弱其势,冀绝后患”之议
 

,不过宋仁宗以及

众多边疆重臣不为所动,否定了这一主张。① 这表明该时期北宋不仅第一重

机会认知较低,且当机会窗口出现后,北宋的第二重机会认知也不曾强化。

(2)
 

“祖宗之法”约束下的内政与外事。北宋所谓的“祖宗之法”最初是

指宋太祖和宋太宗时期施行的法度及其精神的总结概括。② 一方面,宋真宗

和宋仁宗两朝严格奉行“祖宗之法”。至道三年,宋真宗在其继位制书中就

强调:“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③而宋仁宗在其留给后世

君主的“圣训三十五事”中,第一事就是遵祖宗训。④ 可见宋真宗和宋仁宗两

朝对“祖宗之法”的谨遵恪守,这使得这两朝很难推动具有变革性的重大国

内政治事项,更遑论与外事有着较大关联度。虽然宋仁宗中期推行过“庆历

新政”,但“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是改革吏治,在目标和内容上与外事关联

度不大,且“庆历新政”无论是在系统性和广泛性上,还是在持续时间上,都

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另一方面,北宋“祖宗之法”在外事方面的法度和精神

主要源于宋太宗雍熙北伐失败后的对外政策,这个时期北宋开始强调“远人

不服,自古圣王置之度外”⑤以及“民既安利,则远人敛衽而至”⑥,这种政策

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内向性。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不仅抑阻了宋真宗和宋仁

宗两朝推动重大国内政治事项的可能性,更无从谈起内政与外事的关联度

以及对外部成就的需求度。

(3)
 

共治天下的中央权力格局。较于前代,北宋立国之初着重加强中央

集权和对军权的控制,因此北宋基本上不存在强大的对抗性的地方军政势

力。但在中央内部,按照“人主莅位,大臣审权,争臣议权”的原则⑦,君主的

权力集中度相对有限,有“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说,皇权、相权、台谏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四,第3942页。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2014年版,第285页。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第863页。
同上书,卷一四七,第3565页。
脱脱等撰:《宋史》卷二百五十六,第7373页。
同上书,卷二百六十五,第7520页。
同上书,卷三百九十四,第9471—9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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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三者互相限制,又互相倚恃。① 君主做决策

要依靠士大夫,并尊重士大夫的意见;又由于“祖宗之法”和时代风气的支

持②,士大夫往往敢于提出异于君主意志的主张。这两个方面对君主的权力

集中度构成了较大的制约。此外,这两朝还频频爆发兵变和起义。例如,宋

真宗时期爆发过益州王钧和广西陈进领导的两场大规模兵变和起义;宋仁

宗时期爆发过沂州王伦、商州张海、贝州王则和两广侬智高领导的四场大规

模兵变和起义;尤其是庆历七年年底的贝州王则兵变,爆发的时间与李元昊

遇刺大致在同一时段,北宋没有因李元昊遇刺而强化第二重机会认知,可能

或多或少与这次兵变有关系。这些兵变和起义不仅是北宋君主权力集中度

有限的体现,还严重制约北宋安全战略目标的集中。

总体而论,在宋真宗时期和宋仁宗中前期,那些能够触发、驱动和保障“中

原王朝”转向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的因素要么比较微弱,要么就不存在。宋仁

宗庆历年间之后,这些因素开始出现并逐渐强化,但此时已是宋仁宗统治后

期,已难以进行范式上的大幅转换。而宋英宗在位时间较短,且健康状况较

差,为朝堂上的“濮议之争”劳神费心。直至宋神宗继位,这些因素才开始发

挥作用。

2.
 

宋神宗时期第一个阶段的转换:转换的起步

(1)
 

北宋威胁认知的激活与上升。如苏轼所论:“夫西戎北胡,皆为中国

之患。”③自宋仁宗中期以来,北宋面临的中心性威胁就是双重的。虽然辽国

在“澶渊之盟”后与北宋维持着大体上的长期和平,虽然西夏的国力远逊于

北宋,但北宋自仁宗中后期以来对它们的威胁认知明显上升。对于前者,宋

神宗就认为:“自来契丹要陵蔑中国。”④《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不止一次提到

①

②

③

④

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载《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第114页。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第404—436页。
杨小敏:《宋人对辽朝的畏惧心理和“燕云”情结》,载《史学集刊》,2008年第5

期,第110页。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六,第5734页。



从保守到进取:中国古代安全战略转换 129  

“上忧契丹”①。王安石也认为:“累世以来,夷狄人众地大未有如今契丹。”②

对于后者,宋神宗曾手诏:“夏国自祖宗以来,为西方巨患历八十年,朝廷倾

天下之力,竭四方财用以供馈饷,尚日夜惴惴然。”③该时期北宋之所以会对

辽和西夏有如此强的威胁认知,主要是受历时性威胁的影响。辽国的强大

颠覆了北宋的体系秩序安全,辽国占据燕云十六州破坏了北宋的边境安全

和领土安全;同时,辽国还试图获取北宋更多的边境领土,甚至可能威胁到

北宋的政权安全:自辽太宗以来,辽国曾两次大举南下,攻入“中原王朝”腹

地。此外,北宋还认为辽国的威胁具有较大的羞辱性,比如宋太宗两次北伐

的惨败和窘相,比如,“澶渊之盟”的屈辱,再比如趁北宋与西夏作战失利而向

北宋勒索瓦桥关南十县之地等。景德元年辽军大举南下距离宋神宗继位有64
年的时间,重熙十一年辽国索地事件距离宋神宗继位则仅有26年的时间。从

北宋建立起,辽国就成为北宋的安全威胁,至宋神宗继位已有100余年之久。

西夏的崛起和扩张不仅破坏了北宋的体系秩序安全,还严重威胁着北

宋的边境安全与领土安全。夏景宗李元昊于景祐五年称帝后,不断攻略北

宋的边境地区,在三川口等三次大战中重创北宋军队。在宋神宗继位前一

年,西夏大举围攻北宋的大顺城和柔远寨。此外,北宋认为李元昊称帝就是

对北宋的极大羞辱,这就决定了西夏对北宋的威胁本身就带有较大的羞辱

性。如果从太平兴国七年李继迁反宋算起,西夏对北宋的威胁至宋神宗继

位已有86年之久;如果从景祐五年李元昊称帝算起,西夏对北宋的威胁至宋

神宗继位已有30年之久。

从上述分析来看,北宋对辽国郁积着较强的历时性威胁认知,但由于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第二个核心症状即持续的回避的影响,北宋长期以

来刻意回避面对这种威胁。但辽国趁着康定和庆历年间宋夏战争的机会,

突然向北宋施加威胁,勒索土地和岁币,打破了北宋对宋辽和平的幻念,经

过庆历年间的索地和增币事件后,北宋不仅对宋辽盟约产生了怀疑,还真正

感到了屈辱④,由此对辽国的历时性威胁认知开始被激活,北宋逐渐敢于直

①

②

③

④

仲伟民:《宋神宗》,第240页。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六,第5726页。
同上书,卷三四九,第8376页。
林鹄:《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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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辽国的威胁。而对于西夏,在康定和庆历年间的战事结束后,宋夏之间大

体和平的状态持续到了宋仁宗后期,但随着西夏新君谅祚年岁的增长,西夏

对北宋的骚扰不断升级和扩大①,至宋英宗时期已相当严重。谅祚突然破坏

宋夏长期和平的军事行动,不仅激活了北宋对西夏的历时性威胁认知,而且

进一步强化了北宋自仁宗中后期以来逐渐上升的对体系结构的威胁认知,

这种状况持续到宋神宗即位初期。当辽和西夏的国力尤其是军事战斗力没

有出现明显的衰退,且辽和西夏的意图又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北宋这种被激

活的较强的历时性威胁认知从整体上塑造了宋神宗继位初期北宋对辽和西

夏以及体系结构较强的威胁认知。

(2)
 

北宋战略自信的上升。在北宋决策层对体系结构有着较强的威胁

认知的同时,早在宋仁宗后期,北宋权力和文化精英中的战略自信就开始出

现并逐渐上升。嘉祐五年,郭咨就提出:“取幽蓟如探囊中物尔。”②治平二

年,相对保守的参知政事欧阳修上书宋英宗,认为北宋解决西夏的可能结果

有“系累谅祚君臣,献于庙社”和“逐狂虏于黄河之北,以复朔方故地”。③ 甚

至另一位“保守派”要员司马光也认为:“虽北取幽、蓟,西讨银、夏,恢复汉、

唐之疆土,亦不足为难。”④熙宁元年,王韶上书宋神宗《平戎策》,这份重要的

战略规划书中相当关键的一点就是“西夏可取”⑤,王安石也认为“如秉常者

虽欲扫除,极不为难。”⑥对于辽国,他也曾对宋神宗提出:“陛下富有天下,若

以道御之,即何患吞服契丹不得?”⑦总体而言,虽然自宋仁宗后期以来,北宋

对辽和西夏的战略自信均有所上升,但对西夏才是真正充满战略自信。

(3)
 

“熙丰变法”中的内政与外事。宋神宗时期北宋推动的重大国内政

治事项是“熙丰变法”,虽然这是北宋的一项大型内部改革运动,但在目标、

内容和人事上却与外部事务存在着较大的关联度。就目标而言,王安石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一,第4623页。
黄纯艳:《“汉唐旧疆”话语下的宋神宗开边》,载《历史研究》,2016年第1期,第

28页。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六,第5010页。
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二八,第8486页。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九,第5566页。
同上书,卷二三五,第57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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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调一中国,兼制夷狄”,追求富国强兵,富国是内部目的,强兵则在很大程

度上具有外向性。就内容而言,变法中的不少重要方案都与外部事务有着

密切的关联,比如保甲法和保马法;更典型者比如市易法,该法本身是由“进

取派”要员王韶在河湟地区推行进取型安全战略时创制。就人事而言,“熙

丰变法”带起了一批权力新贵集团,这批人原来多属于北宋权力体系中的边

缘或半边缘群体,大多出身贫寒、经历平平、位低资浅,在朝野的影响有限。①

由于变法与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之间的关联性,这批“变法派”在政治身份

上往往也属于“进取派”,这批人中的多数要么积极支持和落实转向该安全

战略范式,要么虽然内心不支持,但在实际行动中也不会强烈反对,因为他

们已经与该安全战略范式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这样一来,北

宋的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就有了积极的执行力量。

另外,“熙丰变法”的前半段在中央内部面临非常大的阻力,形成“变法

派”与“反变法派”的严重对立,进而形成党派之争。“反变法派”不仅大多地

位显赫、资历很深,而且大多都是出身于世代为官的世家大族,在朝野都有

广泛的影响和很大的势力。② 为了减小“反变法派”带来的阻力,“变法派”就

需要证明其变法的正确性,如此一来,对显而易见的成就便有了较大的需

求。变法在国内想要取得成就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外部成就则能在相

对较短的时间内取得。由于变法与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之间的关联度,因

推行该安全战略范式而取得的成就自然就成了变法所取得的成就,从而使

变法获得正确性上的证明和支持。

3.
 

宋神宗时期第二个阶段的转换:全面推进

在该阶段,第一,北宋对辽和西夏的威胁认知仍然较强。第二,北宋的

战略自信并没有减弱。第三,元丰年间,“熙丰变法”在宋神宗的主导下更加

强有力地推进。但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并不足以促使北宋转向以中心性威胁

西夏为主要目标而全面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决定北宋从起步阶段发

展到全面推进阶段的另外两个因素包括:一是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宋神宗

权力集中度的大幅提高和北宋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的提高;二是元丰四年,

①

②

仲伟民:《宋神宗》,第105页。
同上书,第101—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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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发生政变,政局不稳,导致北宋第二重机会认知的出现与强化。

(1)
 

宋神宗权力集中度的提升与北宋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的提升。熙

宁年间,宋神宗仍遵循“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传统,不仅建立起与王安

石亦臣亦师的关系,对于反对变法的富弼和司马光等重臣也没有铲除异己,

而是相当重视他们的意见。但到了熙宁九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宋神宗

独揽变法主导权,亲自主持变法大业①,君主的权力集中度得到大幅提升,

“中书以进人选才之方诿于陛下,密院以用兵择帅之事诿于陛下,事事皆出

于圣意”②。这对北宋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的影响正如史乐民(Paul
 

Jakov
 

Smith)所论:王安石一罢相,神宗身边就只剩下两种人,或是像吴充这

样软弱无能的大臣,丝毫不敢忤逆皇帝的意思;或是像蔡确这样遇到机会就

见缝插针的人,只要能讨得皇帝欢心,什么话都肯说。……那时皇帝想听的

话就只有进攻西夏。朝廷内外,凡是有点野心的人都知道,要想加官晋爵,

最好的办法就是帮助神宗实现攻打西夏的目标。③ 宋神宗权力集中度的提

高也使得北宋安全战略目标的集中度有所提高,而且在辖区内军事叛乱或

农民起义是否存在及严重性这项指标上,不同于宋真宗和宋仁宗时期,该时

期北宋境内很少出现大规模的军事反叛或农民起义④,可以说宋神宗元丰年

间制约君主权力集中度的三个因素要么十分微弱,要么就不存在,这非常有

利于北宋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的提高。

(2)
 

西夏政变与北宋第二重机会认知的出现及强化。元丰四年四月,亲

政仅四年的夏惠宗秉常与长期摄政的梁太后矛盾激化,强势的梁太后反对

秉常行汉礼,秉常则在其亲信将领的激怒下,打算诛杀太后一党,结果消息

泄露,于是梁太后发动政变,抢先下手清洗了秉常的亲信将领,并且幽禁了

秉常。关于西夏的这次政变,北宋获得了西夏“上下汹乱”、西夏内部各势力

①

②

③

④

崔英超、张其凡:《论宋神宗在熙丰变法中主导权的逐步强化》,载《江西社会科

学》,2003年第5期,第121页。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二,第6908页。
崔瑞德、史乐民编,宋燕鹏等译:《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907—1279年》,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30页。
相关资料可参见何竹淇编:《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上编·第一分册),中华

书局1976年版,第308—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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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兵自固,斩绝河津,南北阻隔”的情报。① 这促使北宋产生并强化了第二

重机会认知,认为西夏“国内乱,宜兴师问罪,此千载一时之会”②。于是“进

取派”中的边臣边将纷纷上书宋神宗,建议对西夏犁庭扫穴。庆州知州俞充上

书认为:西夏“家道如此,国人恶之,众必离怨,此正可兴师问罪之时也。……

天亡其国,神献其策,破其巢穴如破竹之易,此不可不为也”
 

③。鄜延路马步

军副都总管种谔从宋辽夏三角关系出发,认为:“若西夏果为契丹所并,则异

日必为大患于中国。西夏疆场若归中国,则契丹孤绝,彼势既孤,则徐为我

所图矣。”他向宋神宗建言:“不必远调兵赋,止发本路九将兵,裹粮出塞,直

趋巢穴。”“陛下成万世大勋,正在今日矣。”④于是该年七月,宋神宗集合五路

大军远征西夏,计划一战灭夏,从此北宋开始进入全面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

范式的阶段。

五、
 

结论

通过以上案例的验证可以得出:(1)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向进取型安全

战略范式转换的过程是渐进式的,会先经历一个起步阶段,再进入全面推进

阶段;(2)“中原王朝”对体系结构有较大的威胁认知与出现第一重机会认

知,且“中原王朝”推进与外事有较大关联度的重大国内政治事项,在该事项

对外部成就有较大的需求度时,将导致“中原王朝”开始转向进取型安全战

略范式;(3)在“中原王朝”已经发生上述转向的条件下,如果“中原王朝”内

部权力集中度以及安全战略目标集中度大幅提升,同时它的第二重机会认

知出现并强化,将导致“中原王朝”开始全面推进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

从这三个结论出发,还可以引申出三个超越中国古代历史特殊性的结

论:(1)外部安全压力和威胁的变大并不必然导致一国的威胁认知随之快速

增强,影响国家威胁认知变化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在国内层面;同样,一国国

力的上升也不必然导致它的机会认知随之快速增强,影响国家机会认知变

①

②

③

④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二,第7566页。
脱脱等撰:《宋史》卷四八六,第10819页。
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三,第7584—7585页。
同上书,第7568—75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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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在体系结构层面。(2)一国的对外安全战略深受其内

政总框架的约束,一国的国内变革很有可能带动其对外安全战略的调整,但

调整的方向、幅度和时长受文中三组变量的影响。(3)不同于诸多战争起源

理论的观点,即一国内部决策层权力的虚弱或分散会导致该国对外采取激

进/强硬战略,本文的研究表明,一国内部决策层权力的稳固和集中也有可

能导致该国采取类似的战略,这意味着国家内部决策层权力的稳固和集中

程度并不能被视为决定国家对外战略走向的唯一变量。

中国古代安全战略范式的转换和变迁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问题,本文

只尝试回答了其中一部分问题,还有两个重要部分有待研究:(1)在国力没

有明显衰弱的情况下,“中原王朝”为何会从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转换到保

守型安全战略范式? 比如,明朝前期,从明成祖时期的进取型转换到明仁宗

和明宣宗时期的保守型。(2)“中原王朝”为何会从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走

向战略透支? 从本文选取的两个案例来看,很难判断它们是否已走向战略

透支或必将走向战略透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进取型安全战略范式没有

潜在的战略隐患和风险。就大国的对外安全战略而言,第一,应与时俱进地

看待历时性威胁,更加综合全面地分析共时性威胁和历时性威胁;第二,应

审慎研判导致第二重机会认知出现的因素和条件,在形势尚不明朗、信息尚

不充分的情况下,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注意克服投机主义的干扰;第三,内

政确实与外事存在着关联性,并对其有大小不一的需求,但应尽量防止内政

中的消极问题外溢到外事上,避免这些问题对外事的过度介入和利用,以免

妨碍或误导大国坚持既定的正确战略路线。


